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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任何文章的写作都应以创新为首务，而博士论文更应
如此。

《尚书·盘庚上》引迟任之语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清初
著名戏曲家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引用此语，申论文章应具有创
新的品格，说：“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
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戛戛乎陈言务去，求新之谓也。”

李渔所谓“陈言务去”，语出中唐韩愈《答李翊书》：“惟陈言之务
去，戛戛乎其难哉！”这无疑是文章写作的一个标准，也是文章写作的
一个难点。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陈言务去呢？清刘熙载《艺概·文概》的阐释
颇富启发，他说：“昌黎尚陈言务去，所谓陈言者，非必剿袭古人之说以
为己有也，只识见议论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自‘结撰至
思’者观之，皆陈言也。”

参照刘熙载的论述，所谓“陈言务去”，应包括两种不尽相同的
含义：

其一为超迈前贤，自出心裁，戛戛独造，新人眼目，具有原创性。如
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引当时诗人梅尧臣论诗之语：“若意新语工，得前人
所未道者，斯为善也。”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称魏晋之际嵇康的文
章：“独造之语，自是奇丽超逸，览之跃然而醒。”清赵翼《读杜诗》称杜甫
的诗歌：“不创前未有，焉传后无穷。”清叶燮《原诗·内篇》强调：作诗“必
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清魏际瑞《伯子论文》主张：“文章有众人
不下手而我偏下手者，有众人下手而我不下手者。”因此，凡“剿袭古人之
说以为己有”者，皆为“陈言”，实非“结撰至思”的创新之作。

其二为熔铸古今，独出手眼，旧义新解，启人深思，具有超越性。

如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称支道林讲析《庄子·逍遥游》，



“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众名贤寻味之所不
得。”宋吕本中《蒙童诗训》论诗歌写作，要“出新意于法度，表前贤所未
到。”宋姜夔《白石诗说》说：“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
之，自不俗。”清初黄宗羲《论文管见》说：“昌黎‘陈言之务去’，所谓陈
言者，每一题，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处，缠绕笔端，剥去一层，方有至理
名言。”因此，凡“识见议论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者，亦
皆为“陈言”，实非“结撰至思”的创新之作。
总之，倡导“陈言务去”，就是要求文章写作必须“结撰至思”，以创

新为本旨，具有“人之所无，而我有之”的原创风貌或“人之所有，而我
异之”的超越品格。正如中唐孙樵《与王霖秀才书》所主张的：“道人之
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亦如刘熙载《艺概·文概》所总结的：“阐前人
所已发，扩前人所未发。”
务去陈言，虽然说时容易做时难，但却是文章写作的不二法门。

顾炎武《日知录·文人摹仿之病》曾说，《礼记·曲礼上》所谓“毋剿说，
毋雷同”，“此是古人立言之本”。我认为，这也应该是今人“立言之
本”，尤其是今人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立言之本”。
谢雍君的博士论文《〈牡丹亭〉与明清女性情感教育》，就自觉地遵

循这种“立言之本”，明确地以创新为标的，既能“阐前人所已发”而“到
人之所不到”，亦能“扩前人所未发”而“道人之所不道”。
由于汤显祖的《牡丹亭》具有发聋振聩的文化价值和深长隽永的

艺术价值，所以２０世纪以来，引发无数研究者的浓厚兴趣，撰写了数
以千百计的著作与论文。只要翻阅一下台湾学者陈美雪编辑的《汤显
祖研究文献目录》（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９６），研究篇章之富，就让人
叹为观止。到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海内外又有数部学术专著争相问
世，相关的研究论文仍然层出不穷。那么，是否汤显祖研究已经题无
剩义，该领域已经山穷水尽了？谢雍君的论文告诉我们：不然，时至今
日，汤显祖研究还可以常见常新，该领域仍然大有可为。
由于谢雍君审视的眼光独特，论述的角度新颖，始终围绕着戏曲

与女性情感教育之间的关系展开整篇论文，所以在《牡丹亭》研究方面
提出了一些前人未尝论及或未能深究的观点。比如第三章《“不到园
林，怎知春色如许”———杜丽娘的自然感发与明清女性情感教育》，谢
雍君借用“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美学理论，分析杜丽娘如何获得
大自然赐予她的情爱感悟，在游园赏春时经历了从怀春到伤春的心境
转变，从而论证了“动态意境”的存在，并认为这种动态的自然观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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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本身就成为一种女性情感教育的过程。再如第五章《“始若不正，卒
归于正”———杜丽娘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与明清女性情感教育》，谢
雍君自觉地采用不同于常规思维的反向思维方式，以细致的文本解读
为基础，颇具说服力地指出，杜丽娘之所以４００多年来一直拥有不少
女读者、女观众的热爱，固然由于其始终坚持“发乎情”的爱情追求，而
更重要的则是由于其始终坚持为追求理想爱情而“从一而终”的道德
行为，后者在本质上符合传统的伦理道德，因此赋予杜丽娘的爱情追
求以不可否定的合理性。此外，论文中对杜丽娘的经典阅读与女性情
感教育之间的密切关系的描述，对杜丽娘情梦、情死的心理特征与情
感教育内涵的发覆，对戏曲“情教”的独特表现方式的讨论等等，也都
能发前人所未尽发之覆，有效地推进了《牡丹亭》和明清戏曲的研究。
看来，《牡丹亭》研究的确是一个尚未穷尽的文化宝藏，值得我们加以
深度发掘。
如果说，发掘《牡丹亭》独特的文化内涵是谢雍君论文在“阐前人所

已发”方面做出的超越性拓展，那么，以《牡丹亭》为考察中心，探讨明清
戏曲的女性情感教育的实施方式、文化内涵、社会功能、基本特色与社会
意义，则是谢雍君论文在“扩前人所未发”方面所做出的创新性尝试。
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中，对中国古代艺术教育的研究一

直相当薄弱，对中国古代艺术与女性教育之间关系的研究犹如凤毛麟
角，而对古典戏曲与女性教育之间关系的研究则是前人尚未涉足的一
片荒芜之地。尤其是女性情感教育问题，更是从未作为独立的教育现
象吸引研究者的深入探究，究其原因，盖有二端：其一是因为“文献不
足徵”，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和女性身份研究的
忽略，在汗牛充栋的古代文献里，直接涉及女性情感教育的资料相当
贫乏，几乎难以支撑起“女性情感教育”这一历史文化的重要命题；其
二是因为“小道不足言”，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通俗文学艺术的卑微和
世俗文化研究的轻视，通俗文学作品的历史文化价值始终未能受到文
化研究者的密切关注和充分利用，更未能发掘其中涉及的“女性情感
教育”的丰富内涵。因此，“女性情感教育”几乎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文
化研究中的盲点，即使有些论著有所涉猎，也不过是蜻蜓点水，浅尝
辄止。
那么，是否前人未曾涉足的学术领域就不可为或不当为呢？显然

不是。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谈到“著书之难”时，就特意标称：“必古人
所未及就，后世所不可无者，而后为之。”叶燮在《与友人论文书》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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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声言：“前人未曾言之，而我始言之；后人不知言之，而我能开发言
之。”学术研究，就应该有这种敢于“自我作古”的精神。在这一意义
上，谢雍君的博士论文大胆选择“明清女性情感教育”作为论题，就体
现出不同凡响的学术勇气。就其学术价值而言，在任何时代，情感教
育不仅在社会教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对于人类的发展也具
有重要的意义。研究明清女性情感教育，既可以考察历史上存在的女
性情感教育的具体形态和文化功能，也可以引发对现代女性情感教育
的思考和探索。谢雍君的博士论文以《牡丹亭》为考察中心，从情感教
育的发生方式与实现方式两方面，较成体系地探讨明清戏曲的女性情
感教育，这就为情感教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学
术范式。
叶燮《原诗·内篇》在谈到诗人创作独出心裁的境界时说：“人未

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者诚可悦而永也。”我在指导和阅
读谢雍君博士论文的过程中，这种“悦而永”的感受便常常油然而生。
细究之，这种阅读感受不仅来自于该论文原创性、超越性的内容，还跟
流溢在论文之中的一股灵慧动荡之气不无关系。新的研究生制度实
施三十年来，有的学者深深慨叹，现在学术界每年制造出大批“学位论
文体”文章，枯涩呆板，令人难以卒读。这些论文，就像明代戏曲家王
骥德形容沈璟的戏曲作品：“如老教师登场，板眼场步，略无破绽，然不
能使人喝采。”（《曲律》卷四《杂论》下）学位论文的写作遵守学术规范
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因为学术规范而丧失了论文应有的生动灵气，
不能使人喝采，则显然得不偿失。而谢雍君的博士论文却异乎流俗，
以一种清秀流畅的文笔，在在显示出她的冰雪聪明，带给人们一种可
喜可悦的阅读感受。
当然，在谢雍君，博士论文的写作与完成，仅仅是学术道路上一个

新的起跑点，“路漫漫其修远”，还有许多学术课题等待她去攻克。比
如，她去年申请批准的文化部课题“２０世纪戏曲与大众教育”，就又是
一个富于挑战性的学术难题。不过我相信，以谢雍君多年积累的学术
素养和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在学术领域不断创新，犹如“领异标新二
月花”（郑燮《故居联》），无疑是指日可待的，谢雍君其勉之！

郭英德

２００８年４月８日
草于台北临溪路７０－５６东吴大学教师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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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中国古代女性文学艺术教育研究述要

从１９１０年柳诒徵撰述完成《中国教育史》算起①，中国教育史学
科的建立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这百年里，中国教育史研究经历了
两个发展繁荣期，一个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一个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来。田正平、肖朗总结道：“特别是近２０年来，教育史学科坚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坚持为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的
基本方向，在广泛吸收、充分利用国内外教育科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入研究，取得了若干
重大进展并涌现出一批重要成果。”②经笔者的不完全统计，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出版的中国教育史专著，仅教育通史类就有３０多部，更不
用提其他有关断代教育史、专题史研究的专著。可见，２０多年来中国
教育史研究领域在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上都有了较大程度
的拓展和转变，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女子教育史开始受到关注。
率先对女子教育史展开研究的是程谪凡《中国现代女子教育

史》③，该书的框架以史为主，纵向梳理了女子教育的萌芽、建立和发
展的史的过程，以论为辅，横向评定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女子教育的不
足和存在的问题。因为作者着重点是为了论述现代女子教育状况，所

①

②

③

该书由黄绍箕起意，柳诒徵１９０８年开始续写，１９１０年５月完成，约在１９２５—

１９２７年出版。参见杜成宪：《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８），页６—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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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关古代部分涉及较少。

最近２０多年里，将重点放在古代、且对古代女子的教育情况进行
详细评述的著作有以下５部：雷良波、陈阳凤、熊贤军的《中国女子教
育史》①，杜学元的《中国女子教育通史》②，曹大为的《中国古代女子教
育》③，阎广芬的《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④和熊贤君的《中国女子教育
史》⑤。这５部著作的研究坐标主要置放在整个女子教育史上，时间
跨度基本上从远古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从而将女子教育发展的历史脉
络呈现得颇为清晰。此外，５部著作在结构和体例安排方面各有特色。

雷良波、熊贤君等人的《中国女子教育史》侧重于史的铺叙，在朝代的
更迭变幻中摸索女子教育历史变化的印迹。曹大为的《中国古代女子
教育》则对传统的研究方法有所突破，以专题研究的方式，注意从文化
史、社会史等方面对古代女子教育的若干专题进行综合的、深入的考
察。杜学元的《中国女子教育通史》以女子教育的历史发展为轴线，广
泛地考察了历代妇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为读者呈现出
中国女子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状况。而阎广
芬的《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则从历史的、现实的、自然的、社会的多种
角度介入，阐述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和变化，既梳理了女子教育纵向
发展的脉络，又对每个历史时期女子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行专题研究，

纵横结合，探索了不同历史阶段女子教育的连续性和不同特点，从而
使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规律得到了清晰的呈现。

但是，笔者在认真阅读上述５部著作之后，发现构筑这５部女子
教育史专著大厦的基石主要是有文字记载的女训教材。比如，在明清
时期问世的女训教材，明代主要有仁孝文皇后（１３６２—１４０７）的《内
训》、吕坤（１５３６—１６１８）的《闺范》、温璜（１５８５—１６４５）整理的《温氏母
训》、王相母刘氏（生卒年未详）的《女范捷录》，清代主要有陆圻
（１６１３—？）的《新妇谱》、蓝鼎元 （１６８０—１７３３）的 《女学》、陈宏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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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９６—１７７１）的《教女遗规》等。这些女训教材的作者，或为正统文
人，如吕坤、温璜、陆圻、蓝鼎元、陈宏谋等；或为皇家贵妇，如仁孝文皇
后等。至于接受这些女训教材的教育对象，则多为上层社会的贵族女
子以及养在内阁深院的大家闺秀。据雷良波等的《中国女子教育史》

介绍，在清代中后期，女子教育已由“社会上层延伸到民间，延伸到社
会各阶层、各领域、各方面”①，与此相对应，针对民间平民女子教育的
通俗教本纷纷问世，主要有《女儿经》、《妇女一说晓》、《闺训千字文》、
《改良女儿经》等。这些通俗教本与上层女教著作一起成为明清时期
女性教育的主要阅读书目。这些女教书的对象不管是贵族女性还是
平民女性，其主要特点是宣扬礼教和传布妇道，主要目的是按照儒家
道德伦理来规范女性言行，从而达到封建思想统治的目的。

因此，在上述５部女子教育史著作中，有关女子教育观以及古代
女子的道德教育状况被论述和分析得最为详备，而有关她们的文学艺
术教育情况则较少论及，若有论及，也仅仅是作为某一朝代女子教育
的突出特点而提出的。如雷良波等的《中国女子教育史》在论述“隋唐
时期的女子教育”时，举例说明了“教坊、梨园与女子艺术教育”、“文学
才女的成长”；在论述“宋元时期的女子教育”时，着重阐发了“宋元歌
伎舞女教育”、李清照的家教对其文学成长所起的作用。在曹大为的
《中国古代女子教育》里，女乐宫伎特殊的艺术训练乃是作为阐述中世
纪女子教育的组织实施而出现的。对古代女子文学艺术教育论述得
较多的要数杜学元的《中国女子教育通史》，因为作者以呈现不同朝代
女性的具体生活为主要研究内容，因此历代女子文学教育和艺术教育
的具体情况成为其研析女子精神生活面貌的重要方面。在涉猎隋唐、

宋、元、明、清时期的女子教育状况时，作者都极力体现出不同时期女
子文学艺术教育的不同特色。例如，作者认为，女性读书习文、吟诗作
赋，这是隋唐时期女子文学教育的特色；宋代则以女子歌舞教育和书
法教育较为突出，在文学教育方面则出现了像李清照（１０８４—１１５５？）、

朱淑真（约１１３１年前后在世）这样的著名词人；而明清时期，文学艺术
的创作和传播达到鼎盛，与此相应，女子的诗文、歌舞、书法、绘画教育
也相当普及和兴盛。作者在概括不同时期女子文学艺术教育的特点
时，比较清楚地勾勒出古代女子文学艺术教育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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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几部女子教育史专著以外，蔡锋２００２年以来有关古代
女性文化教育的系列文章，也极大地开拓了古代女性文学艺术教育研
究的视野。蔡锋认为女性文化教育分为４种形式，即家庭文化教育、

宫廷女性文化教育、青楼教坊的歌伎与娼妓艺术文化教育、宫观寺庙
女性文化教育。他的《古代女性家庭文化教育的形式》一文是对家庭
文化教育的阐释①，《对古代皇宫贵族女性文化教育的考察》一文是对
皇宫贵族女性文化教育的研究②，而《对中国古代女性文化教育知识
内容的考察》和《中国古代女性文化教育特征刍议》二文则涉及到良家
妇女、宫廷妇女和娼妓、歌妓的文化艺术教育问题③。无论是论述女
性家庭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还是考察宫廷女性文化教育，作者在论
述古代女性教育内容时，除了经、史著作之外，文学和艺术也是其关注
的主要对象。特别是作者涉猎到青楼教坊的歌伎、娼妓的文化教育
时，注意到受职业性质决定，歌伎、娼妓的艺术教育比较其他文化教育
来更为重要，因此，艺术教育升为首位得到探讨。在这里，有关古代女
性的艺术教育是作为一个主要问题而受到研究的，而不是作为其他问
题的附属物而被关注。

综上所述，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有关古代女性文
学艺术教育的研究要么是零落分散式的，要么是只言片语式的。即使
是杜学元的专著和蔡锋的论文，也因为不是以文学艺术教育为中心，

而是以整体的文化教育为中心，所以他们的阐述大都限于资料的铺陈
和表面的叙述，尚未达到对古代女性文学艺术教育这个论题进行深入
乃至系统研究的水平。因此，中国古代女性文学艺术教育研究这一课
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

而且，在对中国古代女性文学艺术教育的研究中，戏曲艺术教育
更是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缺席状态。以上提到的论文和专著基本不涉
及戏曲艺术对女性的教育作用，戏曲艺术对女性的教育作用尚未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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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女性教育史研究者的视野之中。为了弥补这一缺失，本书拟
以明清时期戏曲与女性情感教育之间的密切关联作为关注点，全面、
细致而深入地探讨明清戏曲女性情感教育的实施方式、文化内涵、功
能特征、基本特色与社会意义。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充实并
推进中国古代女性文学艺术教育的研究，以及中国古代和现代女性教
育的研究，同时也有助于拓宽戏曲研究的思维，为中国古代戏曲史研
究领域展现更宽阔的学术空间。

二、明清戏曲与女性情感教育之间的密切关联

明清时期，戏曲艺术与女性情感教育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戏曲
艺术的传播与接受有效促进了女性的情感教育，而女性的情感教育则
始终求助于戏曲艺术的传播与接受。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艺术形
式与审美内涵两方面分别进行考察。
在进入正题之前，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戏曲艺术自身具备的艺

术形式和审美内涵对女性可能会产生何种独特的教育功能？

从传播媒介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教育有两种主要的模
式：一种是以文本传播方式为主的教育模式，一种是以非文本传播方
式为主的教育模式。前者既包括纯文字形式或纯图画形式的文本，也
包括图文并茂形式的文本，如大量的女教教材、传统诗文作品、通俗文
学作品等，它们以印刷品为载体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者经由文本
阅读接受教育。后者包括以演唱方式作为传播媒介的歌唱艺术（如乐
曲、歌曲等）、以讲唱方式作为传播媒介的说唱艺术（如弹词、鼓词等），
以及以扮演方式作为传播媒介的舞蹈艺术和戏曲艺术，它们以表演者
为载体最终呈现在听众或观众面前，听众或观众经由艺术欣赏接受教
育。从明清时期女性文学艺术教育具体的实施状况来看，以文本方式
为主的教育模式是主要模式，而以非文本方式为主的教育模式是辅助
模式。
戏曲艺术作为古代社会大众文化的载体之一，其传播的方式不同

于音乐艺术、舞蹈艺术和绘画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绘画艺术主
要通过听觉、视觉等感官对受众起到熏陶和教育作用，而戏曲艺术则
是一种综合艺术，既融合了“唱、念、做、打”等各种表演技艺，足以给观
众营造听觉和视觉的美感，也充分发挥诗化的语言功能以影响受众的
思想和心理。戏曲艺术诗化的语言包括“音”和“义”两部分内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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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方面来看，戏曲唱词要求合律协韵，“平上去入，逐一考究，务得
中正”①，即使是念白，“每发一字，先审其唇、齿、喉、舌、鼻”②，表演时
要求唱词和念白必须具备节奏感和韵律美。从“义”的方面来看，戏曲
的唱词和念白往往蕴藏着剧作家的思想和意趣，它一方面需要受众调
动平生积累的知识对剧作予以理解，另一方面它所具有的哲理意味也
会推动受众思维上升到理性层面，从而达到宣泄情感、净化心灵的效
果。因此，戏曲语言不仅充分地陶冶了受众的审美思维，也有效地强
化了受众的情感和哲学思维，与感性和不确定的音乐、舞蹈、绘画语言
不同，戏曲语言有着更为理性、更为明确的思想内涵。这是戏曲教育
与其他艺术教育不同的地方。
戏曲艺术在元代趋于成熟之后，到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在明清时

期，诗文、美术、歌舞等文艺样式都对女性产生着重要的教育影响，起
到了或文本教育、或非文本教育的功效。那么，兼有诗文、美术、歌舞
等文艺形式多重功能的戏曲艺术，必然会对女性产生兼有文本教育和
非文本教育的双重教育功能。
在元明清时期，许多戏曲家对戏曲创作所蕴涵的教育功能早已做

过明确的论述。如元末剧作家高则诚（１３０７？—１３５９）主张，南戏创作
“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③；晚明戏曲理论家王骥德（１５４２—１６２３）
明确谈到，戏曲创作应该“令观者藉为劝惩兴起，甚或扼腕裂眦，涕泗
交下而不能已，此方为有关世教文字”④；清初剧作家兼戏曲理论家李
渔（１６１１—１６８０）认识到，传奇戏曲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弭灾之
具”⑤。在他们的言论里，戏曲创作的伦理教育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重视和强调。也就是说，与传统的诗词、文赋一样，剧作家在创作戏
曲作品时已经赋予了戏曲文本以丰厚的教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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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第三卷，页６。



戏曲艺术包括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的案头剧本和以舞台演出形

式表现出来的现场表演，因此它同时具有以文本传播方式为主和以非
文本传播方式为主的两种教育模式。我们知道，戏曲的一度创作与诗
词、文赋的创作方式一样，是由诗人、作家创作出来，首先以文字的形
式与读者见面的。由于作家有意识地在戏曲创作对象里注入了丰富
的教育内涵，因此当戏曲作品与广大的读者见面时，就会产生与诗词、
文赋一样的文本教育功能。而戏曲的二度创作与音乐、舞蹈的创作方
式一样，是以表演者的舞台呈现加以再度创造，最终以非文字形式与
观众见面。由于演员在表演时融入了真挚的感情和精美的演技，因此
使戏曲的教育功能蔓延到舞台下的观众群，产生了极为广泛、相当强
烈的教育效果。由此可见，戏曲艺术兼有美术、歌舞所不具备的文本
教育功能和诗文所不具备的舞台教育功能，这种双重的教育功能体现
出戏曲艺术的独特品性。
由于戏曲艺术具有这种独特的品性，其在女性教育中的地位就尤

其应该得到研究者特殊的重视。以舞台表演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戏
曲艺术在对女性观众产生影响时，其效果完全不同于纯粹的文字教
育。也就是说，戏曲艺术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文字教育的观赏教育模
式。对女性来说，戏曲艺术的观赏教育与文字教育一起构成了较为完
整的教育形态。如果说，文人撰写的女性教育教材和诗文作品基本上
属于一种精英文化，它们的适用范围主要侧重于贵族家庭或士人家庭
的女性，那么，由戏曲舞台表演构成的女性观赏教育模式则基本上属
于一种民间文化，它们的适用范围足以普及到下层平民女性。
在中国古代，封建制度和法律仅仅规定和保护男性的受教育权，

而女性的受教育权几乎被剥夺殆尽，这表现出中国古代社会教育制度
的畸型、不健康和不合理性。可以说，在清末戊戌维新时期的“兴女
学”运动之前，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女性基本上没有享受到受教育的权
利，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女性受文字教育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因此，
即使在明清时期，女性的识字率仍然远远低于男性。清人陈宏谋《教
女遗规·序》说：

天下无不可教之人，亦无可以不教之人，而岂独遗于女子也？
当其甫离襁褓，养护深闺，非若男子出就外缚，有师友之切磋，读
书之浸灌也。父母虽甚爱之，亦不过于起居服食之间加意体恤，
及其长也，为了教针黹，备妆奁而已。至于性情嗜好之偏正，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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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合古谊与否，则鲜有及焉矣。是视女子不必教，皆若有固
然者。①

在陈宏谋看来，女性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男子不同，除了学习针
绣之外，就难以接触其他的教育，在古代社会里人们认为这样的做
法是“固然”的，是天经地义之事；而男子就不同了，男子可以出外就
学，可以与朋友交流，他们从小就是社会和家庭受教育和培养的对
象。陈宏谋对男、女教育现状的认识，正是明清两代妇女教育状况
的真实反映。
因此，在明清时期，戏曲艺术可以说是下层平民女性接受教育

的一种主要形式。对于普遍处于文盲状态的下层平民女性来说，在
传统的女训教育和诗文教育都无法达到最有效的教育目的之时，呈
现为舞台形象而不是文字形式的戏曲艺术却能够有效地达到这种

教育目的。以广大的城镇和农村为衍生地和传播地的戏曲艺术，在
面对严重缺乏教育积淀的妇女与有着深厚教育积淀的男子来说，其
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女性受戏曲艺术的影响会远远
大于男性。也就是说，在明清时期，传播广泛而又通俗易懂、感人至
深的戏曲艺术是下层平民女性学习历史、接受知识、认识社会、感受
人生的主要窗口。
可以说，戏曲艺术对中国古代平民女性的教育作用是诗词、文赋、

小说等文学形式所不能替代的，它在女性教育方面，特别是在民间，起
到了文化教育、文化普及、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唐人白居易（７７２—

８４６）曾说：“和人神，移风俗，莫尚于乐。”②。具有诗词、音乐、歌舞等
综合性特征的戏曲艺术，比起传统诗文、通俗小说等文艺样式来说，教
化移情的效果更为突出，对于妇女儿童，这种功效尤为显著。如明汤
来贺（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进士）曾说：

夫歌舞之感人心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尝见幼童一睹梨
园，数月之后，犹效其歌舞而不忘。至于妇女，未尝读书，一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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